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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家立业”是个体人生中向成年过渡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的情境下，类似的人生事件不仅关乎个体福祉，还对父

母福祉产生代际影响，这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生命关联性”原理。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子

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既成家又立业的子女显著提升了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但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儿子成家立业的正向效应强于女儿；同时，儿子成年过渡的不完整性也更可能降低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机制分析显示，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在养老照料预期上更为积极、亲子关系评价更高，进而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相较之下，有“事业导向型”（已“立业”但未“成家”）或“未婚待业型”（未“立业”且未“成家”）儿子的父母在获得养老照料预

期上更加悲观、亲子关系评价更低，进而导致其生活满意度较低。 本文强调了成年过渡期的整体性视角，揭示了青年生命历程

转型对父母主观福祉的代际溢出效应及其性别差异，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主观福祉研究，也希望对思考当下国内家

庭代际关系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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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向成年过渡（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是个体在生

命历程中通过完成教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等制度

化生命事件，逐步建构并获得成年角色所要求的权

利、责任与社会地位的过程。 西方学界较早关注现

代化进程对青年生命历程模式的深刻重塑［１］。 随着

技术革新、教育扩张和就业结构转型的推进，青年向

成年过渡阶段的生命时间表被系统性地重构：成年

过渡期不断延长，就业、结婚和生育等关键事件的完

成时间显著推迟，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断拉大［２］。
与此同时，生命事件之间原有的制度性关联逐步弱

化，“上学—工作—结婚—生育”的线性过渡路径被

更为碎片化和不确定的过渡模式所取代［３］。
与西方社会相似，中国青年同样经历着较以往

更为漫长的成年过渡期。 在高等教育扩张与劳动力

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青年的“学校—工作”
转变（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

势：随着在学时间延长，越来越多青年的初次就业年

龄后移［４］。 与此同时，第二次人口转变推动的个体

主义价值观扩散重塑了青年的婚育观念，使结婚与

生育年龄持续推迟［５］［６］。 然而，与西方社会相比，中
国青年就业、结婚和生育等关键生命事件的发生顺

序仍总体保持稳定，尚未出现根本性重构［７］。
婚姻缔结（“成家”）与职业获得（“立业”）常被

视为青年向成年过渡的核心标志［８］。 尽管二者分别

属于私领域和公领域，但在现实中呈现出日益紧密

的互构关系。 一方面，随着中国婚姻制度由“普婚早

婚”向更具选择性的模式转变，稳定就业和可预期的

经济前景逐渐构成青年在婚姻市场中获得认可与匹

配机会的关键资源［９］；另一方面，作为伴随角色责

任、时间分配与经济义务变化的制度性安排，婚姻也

会系统性地重塑个体，特别是女性的职业生涯［１０］。
因此，“成家”与“立业”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
而是通过资源配置、社会规范与角色期待等机制相

互嵌套、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中具有高度规

范性的向成年过渡路径。
个体化、延迟化和不确定的向成年过渡过程不

仅影响青年自身的发展，还会通过代际联系向上波

及其父母［１１］，这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生命关

联性”（ｌｉｎｋｅｄ ｌｉｖｅｓ）原理［１２］。 该原理强调，个体的生

命历程并非孤立展开，而是嵌入与他人尤其是家庭

成员之间持续互动与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 在

家庭主义文化浓厚的中国社会，亲子的代际联结尤

为明显，这令生命关联性原理在具体家庭实践中得

以具象化。 一方面，家庭本位取向和孝道伦理强化

了代际责任的绑定，使个体生命事件决策高度“家庭

化”；另一方面，子女“成家”“立业”等事件往往被视

为代际共同完成的“任务”，而非纯粹的个人选择。
既有研究表明，子女的婚姻、就业及社会经济地位获

得与父母的主观福祉密切相关［１３］［１４］［１５］。 然而，这些

研究多聚焦单一的生命事件，较少同时考察“成家”
与“立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整体性影响，也
缺乏对其中主要作用机制的系统检验。 此外，在父

权文化背景下，儿子与女儿作为不同性别角色的承

载者，其成年角色获得可能引发差异化的代际反馈，
但相关实证证据仍然有限。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公领域与

私领域之间的互构性（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探讨二者

在生命历程中究竟是相互补偿还是相互强化，提出

从整体性（ｈｏｌｉｓｔｉｃ）视角来研究不同领域生命事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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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福祉的共同影响，即对生命历程的研究不能只

关注单一事件的长期影响，而应认识到生命历程是

不同领域人生事件相继展开的过程，具有多维度性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这既体现在研究要同时关注

不同领域的人生发展并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也体现

在应评估整体性的人生进展对后续福祉产生的影

响［１６］［１７］。 若从这一视角出发，个体的职业发展与家

庭组建不应被视为彼此独立的生命事件，向成年过

渡也并非由单一事件所构成，而是一个需要青年在

公领域与私领域同步取得进展并成功获得多重社会

角色（如劳动者、伴侣等）的整体性过程。 子女是否

既实现劳动角色也实现家庭角色，不仅决定其自身

向成年过渡过程的完整性，也可能通过代际的生命

关联性影响父母的福祉。 在家庭本位文化伦理的影

响下，这种代际生命历程的关联或联动尤为突出，使
得子女成家立业的完成度成为父母评估自身养老前

景与代际关系质量的重要参照。 基于此，本文将从

整体性视角出发，利用近三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简称 ＣＨＡＲＬＳ）公开数据，探讨成年子女成家

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代际溢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效
应及其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探讨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

观福祉的影响需要回答并检验两个问题：一是子女

成家立业为何会影响父母的福祉；二是这种影响主

要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 针对第一个问题，需要将

其置于中国代际关系模式由传统“反馈模式”向现

代“互惠模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中加以理解，相关文

献回顾将聚焦中国代际关系变迁背景下子女成家立

业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并在此基

础上对这一关系及其性别差异提出假设。 第二个问

题关注的是中介机制，本文将从既有文献在探讨老

年人福祉时普遍关注的养老保障与亲子关系两个维

度出发梳理相关文献并形成相应假设。
（一）从反馈到互惠：子女成家立业为何会影响

父母福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家立业”长期被视为衡

量子女是否真正步入成年的核心标准，并承载着父

母对于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以及代际回馈的多重期

待。 传统中国社会以亲子关系为家庭组织的基本轴

心之一［１８］，在“亲子一体”的文化框架下，亲代与子

代之间形成了高度紧密的代际联结，在经济供养、情
感支持与责任义务等层面呈现出深度交织的特征。
由此，父母往往对子女的生命历程有较为清晰的角

色期待［１９］。 一方面，中国代际关系的核心运行逻辑

体现为费孝通所概括的“反馈模式” ［２０］，父母年老阶

段的生活高度依赖子代，特别是儿子提供的代际支

持；另一方面，中国父母也常将子女视为自身生命意

义的延续，将子女的发展或成就内化为对自身养育

投入的回报与成功的象征［２１］。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
成年子女是否实现“成家立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

为父母是否成功履行养育责任的重要标志。
尽管现代化进程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改变

了家庭结构和代际互动方式，但当代中国家庭仍保

持较强的代际团结，多代同住和代际支持依然普遍

存在。 与以儒家孝道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主义不同，
当下的新家庭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向下倾斜”特征，
体现为家庭资源配置、情感投入与决策逻辑日益以

子女需求为中心［２２］。 在实践层面，父母在子女成年

乃至成家后持续提供经济支持、家务协助和孙辈照

料，而这些投入被视为未来获得子女养老支持的重

要基础，由此，传统社会的“反馈模式”逐渐向“互惠

模式”转变［２３］。 在认知层面，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增

长主要体现在青年子代，而父母一代仍倾向于将子

代的个人幸福视为其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 ［２４］。
“扶上马，再送一程”，支持子女成家立业构成了中

国父母普遍认同的“责任伦理” ［２５］。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子代的人生转变对

父母福祉的影响。 例如，陈丹、同钰莹的研究发现，
儿子婚姻的延迟对父母心理健康会产生显著的负面

影响，父母对代际关系的满意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

作用。 当儿子大龄未婚时，父母更可能对亲子关系

表示不满意，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１３］。
陈佳鞠等人的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所

蕴含的物质性与符号性资源均对父母心理健康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 子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

够为父母提供更多经济支持，还可以通过扩大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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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社会交往网络，进而抑制其抑郁症状［２６］。
然而，上述研究多将子代的婚姻状况或社会经

济地位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对象，尚未将二者置于

统一框架中加以考察，因而难以揭示子女“成家”与
“立业”之间相互嵌套的整体性影响机制。 在中国

传统文化背景下，父母不仅承担抚育与培养子女的

责任，还被赋予确保子女顺利完成向成年过渡的道

德义务，使其能够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并进入为人

父母的生命循环，维持“香火”绵续［１８］。 父母对子女

的养育责任与代际期待呈现多维度特征：除了“成
家”以外，还包括子女在教育上取得成功、在劳动力

市场中站稳脚跟等。 从这一视角来看，子女仅实现

就业或仅进入婚姻，仍难以被视为完全回应了父母

的代际期待；唯有在“成家”与“立业”两方面均取得

进展，父母才能更充分地感受到养育责任的实现与

代际付出的回报，代际的“均衡互惠”也才具备能够

实现的制度与情感基础［２０］。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假设 １：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的主观福

祉，子女既成家又立业最有利于父母的主观福祉。
在性别化成年规范和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儿子

与女儿的成家立业具有不同的代际功能与社会意

义。 首先，从代际交换理论视角看，父母对子女的投

资与回馈预期具有明显的性别不对称性。 在父系继

嗣传统之下，儿子长期作为家庭经济安全与代际回

馈的主要承担者［２７］，父母对儿子的养老依赖程度通

常也更高。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更可能向儿子提供

代际支持［２８］，并在财产继承安排等方面表现出明显

的性别倾向［２９］。 其次，社会规范对男性和女性的角

色期待也存在差异［３０］，对男女青年向成年过渡赋予

不同的责任内涵和象征意义。 儿子的成家立业被视

为“接续家业”的核心标志，其成功更容易被父母内

化为对自身养育成效与人生价值的确认，因而具有

更强的规范约束力与情感权重［３１］。 再次，从婚姻市

场与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儿子“成家”的成本通

常更高，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性也相对更强。 既有研

究表明，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高度依赖其经

济潜力，稳定就业与经济基础往往构成其进入婚姻

的关键条件［９］。 在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部分社会

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面临明显的婚姻挤压，其婚姻

困境往往进一步转化为父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

力［１３］。 因此，相较于女儿，儿子成家立业往往更容易

与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期待相联系，一
定程度上也更容易转化为父母对未来生活安全、家
庭成功与人生圆满的主观心理体验，从而可能会对

父母主观福祉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儿子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

影响比女儿更大。
（二）保障与情感：子女成家立业通过何种机制

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

现有研究在探讨子代婚姻或就业对父母主观

福祉的影响时，对其作用机制的系统分析相对不

足。 从代际关系的视角来看，父母的主观福祉不仅

取决于其对晚年能否获得子女养老这一工具性支

持的预期，也深刻嵌入能否在家庭互动过程中体验

到情感和亲子关系上得到满足。 子女的成家与立

业一方面决定了他们能够给父母养老提供工具性

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影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

子关系和父母的情感和角色体验等。 基于此，本文

重点从养老的工具性保障与亲子关系两个机制出

发，分析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潜在影响

路径。
从养老保障机制来看，父母晚年的主观福祉在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子女所能提供的经济保障和照料

支持，而“立业”和“成家”均有助于增强这种保障。
就“立业”而言，拥有稳定工作的子女不仅在经济上

更少依赖父母［３２］，而且有能力为父母提供日常生活

支持、健康照料和社会资源［３３］［３４］。 在社会保障制度

相对薄弱、孝道文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农村地区，父母

更加依赖子女养老［３５］，因此其福祉也更易受到子女

状况的影响［３６］。 相反，子女职业发展受阻不仅限制

其供养能力，也可能削弱父母对未来养老支持的信

心，从而对其主观福祉产生不利影响［３７］。
就“成家”而言，子女婚姻往往伴随着自身经济

能力与家庭责任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履行赡养父

母义务的能力［３８］。 相较之下，未婚子女经济独立性

较弱，更可能与父母共同居住［３９］［４０］，对父母的经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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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程度更高［４１］。 此外，子女婚姻状态还会通过改变

父母的经济行为间接影响其主观福祉。 拥有未婚子

女尤其是未婚儿子的父母，更可能延长工作时间、增
加储蓄并压缩消费［１４］［３８］，为支持子女“成家” 这一

“家庭项目化目标”做准备［４２］。 反之，子女顺利成婚

则有助于缓解这种经济压力，提高父母的养老安全

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４３］。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３：子女成家立业状态通过养老保障机制

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 具体而言，拥有已成家立业

子女的父母养老预期更为积极，生活满意度更高；而
拥有尚未完全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养老预期更低，
更担心自己年老时无法获得生活照料，生活满意度

更低。
除养老预期以外，子女成家立业还通过亲子关

系机制影响父母福祉。 传统儒家孝道强调子女对父

母物质上的“养亲”与精神上的“爱亲” “敬亲” “悦
亲”相结合［４４］。 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不仅体现在经济

供养和生活照料层面，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

怀、达成父母的心愿、尊重甚至顺从父母的意志与期

望［２２］［４５］，以及通过社会地位提升 （如 “金榜题名”
“光宗耀祖”）为家庭带来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等

符号性社会回报［１５］［２６］［３７］。 因此，子女的人生进展成

为影响父母评估代际关系质量与养育成效的重要

参照。
从“成家”的维度看，婚姻既是个体生命历程中

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安排，承
载着明确的家庭责任与伦理期待［５］。 一方面，由于

生育在中国仍高度依赖婚姻制度［６］，婚姻的延迟意

味着家庭延续这一核心伦理任务被阶段性搁置，由
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降低父母的主观福祉；另
一方面，中国社会仍普遍存在较强的婚姻规范与婚

姻期待，对大龄未婚和单身生活方式的文化包容度

仍然有限，未婚者往往面临刻板印象、偏见与社会压

力［４６］。 父母期望子女在适婚年龄尽快“成家”，一定

程度上也是迫于子女适龄未婚偏离社会角色时间表

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压力［４７］。
从“立业”的维度看，子女的职业成就不仅关系

到当前可提供的支持，也影响父母对未来的心理预

期［１１］。 当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就业不稳定时，
父母更容易对其职业前景和经济独立性感到担

忧［４８］［４９］。 如果父母将子女的事业不顺解读为发展失

败，则更可能产生内疚与失望等负面情绪，进而损害

其心理福祉［５０］［５１］。
由此可见，“成家”与“立业”作为高度规范化的

生命历程事件，均深受社会价值与文化期待的塑造。
未完全实现成家立业的子女往往意味着父母需持续

投入经济与情感支持［３２］，这种延长的依赖关系更容

易转化为父母的心理压力源，损害其心理健康［５２］。
此外，成家立业的延宕不仅意味着代际支持与家庭

延续目标的暂时受阻［５３］，还可能被父母内化为自身

养育责任“尚未完成”甚至养育“失败”的信号，从而

产生对子代的不满，这种不满会在家庭互动中以代

沟形式展现，影响亲子关系质量［５４］［５５］。 据此，本文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４：子女成家立业状态通过亲子关系机制

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 具体而言，拥有已成家立业

子女的父母对亲子关系评价更高，其生活满意度也

更高；而拥有尚未完全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对亲子

关系评价相对更低，生活满意度也更低。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共

同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 这是一

项面向中国内地 ４５ 岁及以上人群的大型全国性

追踪调查项目，基期调查于 ２０１１ 年启动。 本文合

并使用了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期调查数

据，并采用纵向合并（ ａｐｐｅｎｄ）的方式构建混合截

面样本①。
样本筛选过程中，首先保留了年龄在 ４５—７０ 岁

的受访者，该年龄段的受访者最有可能拥有处于成

年过渡阶段的子女。 其次，删除未婚或无子女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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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并进一步限定为所有子女年龄均在 ３５ 岁及

以下，且至少拥有一名 ２３ 岁及以上子女的受访者。
对受访者子女年龄限定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认为 ３５
岁是青年阶段的上限，而 ２３ 周岁是绝大多数青年

已完成大学教育的年龄，这一年龄节点标志着绝大

多数青年开始向婚姻和就业这两个重要的生命事

件过渡。 最后，采用列表删除法（ ｌｉｓｔ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剔除在任一分析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

得 １９００８ 条（人次）有效观测样本。 其中，８０． ２％ 的

受访者至少有一个儿子，６９． １％ 的受访者至少有一

个女儿。
（二）变量

本文使用生活满意度测量主观福祉，使用访题

“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来测

量，将选项从“一点也不满意”到“极其满意”按 １—５
分赋值，取值越大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

核心自变量为子女的成家立业状态。 其中，“成
家”依据子女的婚姻状况界定，目前婚姻状态为“在
婚”的子女被定义为“已成家”，其余则被定义为“未
成家”。 “立业”则界定为子女是否具备独立的经济

能力，主要通过就业状况（在业、非在业）和收入状

况（有收入、无收入）进行衡量。 若子女在调查时既

有工作又有收入，则定义为“已立业”，否则定义为

“未立业”。 鉴于样本中有 ７３％ 的受访者拥有 ２ 个

及以上子女，本文基于其所有子女的成家立业状况，
并区分子女性别，构建了 ８ 个二分类变量，具体包

括：受访者是否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 ／女儿，是否

拥有“事业导向型” （已立业但未成家）儿子 ／女儿，
是否拥有“家庭导向型”（已成家但未立业）儿子 ／女
儿，以及是否拥有“未婚待业型”（未成家且未立业）
儿子 ／女儿。

中介变量包括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

价。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体现了养老保障的预期。 养

老保障预期应包括对经济上的预期和照料上的预

期，但由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未采集有关父

母对子女未来经济支持程度的预期，所以本文仅考

察父母对照料可获得性上的预期。 由于分析样本为

子女处在向成年过渡期的父母，其年龄集中在中年

和低龄老年期，且处于就业状态者和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比例较高，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度尚未体现出

来，预期照料可及性可能更适合反映父母对养老风

险的主观评估。 这一变量通过问题“如果以后在日

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吃饭、穿衣，有亲人或朋

友能长期照顾吗？”以及“他 ／她是您的什么人？”进

行测量。 当受访者回答“是”（即有亲人或朋友能长

期照顾），且预期照料的提供者为“子女、儿媳 ／女
婿、孙子女 ／外孙子女”时，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
亲子关系评价通过问题“您对您和您子女的关系满

意吗？”一题进行测量，选项从“一点也不满意”到

“极其满意”分别赋值为１—５ 分，取值越大表示受访

者对亲子关系评价越积极。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女性 ＝ ０，男性 ＝

１）、年龄（岁）、婚姻状态（在婚 ＝ ０，离异 ／ 丧偶 ＝
１）、居住地类型（农村 ＝ ０，城镇 ＝ １）、受教育年限

（年）、就业状况（分为务农、非农工作、退休 ／ 无工

作）、去年是否领取工资（否 ＝ ０，是 ＝ １）、社会养老

保险参与情况（分为未参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与政府机关 ／ 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子女特

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存活的儿子数和女儿数

（个），以及子女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此外，受访

者的健康状况也被纳入控制变量行列，具体包括是

否有慢性病（否 ＝ ０，是 ＝ １）、是否有健康工作能力

（否 ＝ ０，是 ＝ １）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３ 个指标。
健康工作能力使用“是否因为残疾或健康原因，无
法正常工作或劳动”来测量，“做起来没有问题”赋

值 １，表示健康状况较好；回答“完全无法正常工作

或劳动”“不能长时间工作或劳动”赋值 ０，表示健

康状况较差。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通过穿衣、洗澡、
吃饭、上下床、如厕以及控制大小便 ６ 项基本活动

的完成情况进行衡量，对 “有困难，需要帮助” 和

“无法完成”的情形赋值为 １，其余情况赋值为 ０，并
将 ６ 项指标加总形成总分，取值越高表示日常生活

能力受限程度越高。 模型中还进一步控制了受访

者在上一期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上述控制变量在分析

样本中的特征描述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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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特征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标准差） ／百分比 变量 均值（标准差） ／百分比

性别（男性 ＝ １） ４８． ６％ 　 　 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６４． ９％

年龄（岁） ５３． ５６０（４． ４４２） 　 　 参与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１６． ２％

受教育年限（年） ６． ７４８（３． ８９３） 是否有健康工作能力（是 ＝ １） ８０． ８％

婚姻状态（离异 ／丧偶 ＝ １） ５． １％ 是否有慢性病（是 ＝ １） ７５． ２％

居住地类型（城镇 ＝ １） ３９． ５％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０． １７８（０． ６３２）

去年是否领取工资（是 ＝ １） ３５． ９％ 儿子数（个） １． ０４７（０． ７０３）

就业状况 女儿数（个） ０． ９８３（０． ８６４）

　 　 务农（参照组） ３４． ５％ 子女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１２． ０１０（３． ５９６）

　 　 非农工作 ４４． ６％ 数据年份

　 　 退休 ／无工作 ２０． ９％ 　 　 ２０１５ 年 ３２． ５％

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３６． ６％

　 　 未参与（参照组） １８． ９％ 　 　 ２０２０ 年 ３１． 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三）方法

鉴于子女的婚姻与就业状态对父母的主观福祉

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即子女和父母的特征均会影

响受访者（父母）拥有怎样的子女及其本人的主观

福祉，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法（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简称 ＩＰＴＷ） 进行因果推断分

析［５６］。 逆概率加权法是一种基于观察性数据模拟随

机对照试验的因果推断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为

每个样本赋予逆概率权重，调整处理组与对照组在

协变量上的分布差异，使二者在统计意义上趋于平

衡，从而实现对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
具体而言，逆概率加权法的实施过程包括以下

三个步骤。 第一步，构建处理模型以估计倾向得分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本文分别以子女的 ８ 种成家立业

状态为因变量，以表 １ 中所列的受访者本人特征及其

子女特征为自变量，构建 ｌｏｇｉｔ 模型预测个体拥有每一

种子女成家立业状态的概率，即倾向得分。 第二步，
计算稳定逆概率权重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ｓ）。 对于处理组样本，逆概率权重赋值为 ｋ ／ ｅ，
其中 ｅ 表示倾向得分，ｋ 为接受该处理状态的比例；
对于对照组样本，逆概率权重设定为（１ － ｋ） ／ （１ －
ｅ）。 第三步，进行加权因果效应估计。 基于上述稳

定逆概率权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父母

主观福祉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子女成家立业状态

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因果影响。
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进一步采用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Ｈｏｌｍ⁃Ｂｒｅｅｎ（ＫＨＢ）方法，对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

父母主观福祉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５７］。 通过该方

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养老保障机

制和亲子关系机制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揭示子女成

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潜在机制。
为纠正同一受访者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不同年份重复出现造成的标准误低估，本文对个体

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调整，同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

调查年份。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统计结果

图 １ 所示为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

比例，分别以至少拥有 １ 名儿子和至少拥有 １ 名女

儿的父母作为分母进行统计。 样本中拥有“成家立

业型”子女的父母占比最高，拥有此类儿子和女儿的

父母比例分别为 ５５． ７％和 ５７． １％ 。 拥有“事业导向

型” 儿子和女儿的父母比例分别为 ３０． ７％ 和

１９． ２％ ；相比之下，拥有“家庭导向型”女儿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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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０％）明显高于拥有“家庭导向型”儿子（４． ０％）。
此外，拥有“未婚待业型”子女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有此类型儿子和女儿的父母比例分别为 ６． ３％ 和

４． ８％ 。 总体来看，儿子和女儿成家立业状态呈现出

一定的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反映了“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性别分工文化的影响：男性更可能投入更多的

精力在劳动力市场当中而一定程度上延迟进入婚姻；

图 １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比例

女性更可能在适婚年龄优先进入婚姻，并以家庭为

核心选择退出或暂缓就业，或因生育而中断就业。
表 ２ 报告了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

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均值差异，并分别按子女性别进

行比较。 结果显示，在有儿子的家庭中，拥有“成家

立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儿子无此

类情况者（ｐ ＜ ０． ００１）。 相反，拥有“事业导向型”和
“未婚待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未

拥有此类儿子的父母，差值分别为 － ０． ０８１ （ ｐ ＜
０． ００１）和 － ０． １３２（ｐ ＜ ０． ００１）。 而是否有“家庭导

向型”子女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未有显著差异。
在有女儿的家庭中，拥有“成家立业型”女儿的父母

生活满意度也显著更高（ｐ ＜ ０． ００１），但其效应幅度

相对儿子较小。 与之相对，拥有“家庭导向型”女儿

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未拥有者（ ｐ ＜ ０． ０１）。
相比之下，有无“事业导向型”和“未婚待业型”女儿

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未有显著差异。

表 ２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生活满意度均值比较

类型
儿子的情况 女儿的情况

有 无 差值 有 无 差值

成家立业型 ３． ３１９ ３． ２２７ ０． ０９２∗∗∗ ３． ３０９ ３． ２６２ ０． ０４７∗∗∗

家庭导向型 ３． ３１９ ３． ２７７ ０． ０４２ ３． ２５１ ３． ３００ － ０． ０４９∗∗

事业导向型 ３． ２２２ ３． ３０３ － ０． ０８１∗∗∗ ３． ２７６ ３． ２９１ － ０． ０１５

未婚待业型 ３． １５５ ３． ２８７ － ０． １３２∗∗∗ ３． ２８８ ３． ２８９ － ０． ００１

　 　 注：表中数值为父母生活满意度均值。 “差值” 为是否拥有该类型子女的两组均值之差。 差值显著性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检

验；∗、∗∗、∗∗∗分别表示在 ５％ 、１％和 ０．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２ 的结果初步表明，子女是否实现“成家立

业”与父母生活满意度呈现稳定的正向关联，且该关

联在儿子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子女尤其是儿子

未能完全成家立业，更可能与父母较低的生活满意

度相关。 由于子女的婚姻与就业状态均可能存在选

择性偏差，本文在后续分析中进一步使用逆概率加

权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儿子和女儿不同

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
（二）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

图 ２ 所示为基于逆概率加权模型的可视化回归

结果，报告了不同成家立业状态的子女对父母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 整体而言，父母生活满意度与儿子

成家立业状态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左图），而与女儿

成家立业状态的关联性则相对较弱（右图），呈现出

明显的性别差异。
具体来看，与没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受访者

相比，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

著提高 ０． ０７１ 分（ｐ ＜ ０． ００１）。 相反，拥有“未婚待业

型”儿子的受访者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其得分比未

拥有此类型儿子的受访者低０． １０５分（ ｐ ＜ ０． ００１）。
此外，拥有“事业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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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没有此类儿子的父母亦显著降低 ０． ０４８ 分（ｐ ＜
０． ００１），而拥有“家庭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

满意度与无此类儿子父母之间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

显著性水平（ｐ ＞ ０． ０５）。
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国语境下，儿子是否完成

向成年角色的关键转变，尤其是否进入婚姻，对父

母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相较而言，儿子的

“成家”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明显强于其“立

业”，显示出父母对子女婚姻完成度的高度关注，
而就业状态的重要性则相对次之。 这一发现与中

国家庭中以婚姻为核心的成年规范及其象征意义

高度契合。

图２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状态的子女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注：各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图中数值表示基于逆概率加权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横线代表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５％ 、１％ 和

０． １％的水平上显著。

　 　 相比之下，女儿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整体较为有限。 结果显示，拥有“成家立业

型”女儿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其效

应为 ０． ０４１ 分（ｐ ＜ ０． ００１），但拥有“成家立业型”女
儿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明显小于拥有“成
家立业型”儿子的影响。 与此同时，拥有“未婚待业

型”“事业导向型”或“家庭导向型”女儿的父母，其
生活满意度与参照组之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表明女儿未完全实现“成家立业”并不会显

著损害父母的主观福祉。
综合来看上述结果，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

主观福祉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异质性：相较于女

儿，儿子的成家立业状况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更大。 这一发现为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提供了有力的经

验支持。
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往往同时面对不同成年

过渡完成度的子女组合。 因此，仅考察是否拥有某

一成家立业类型的子女，可能不足以全面揭示子女

成家立业整体进展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 为此，

我们进一步将样本限定为至少拥有两名同一性别子

女的受访者，将子女成家立业状态拓展为多子女组

合类型。 具体而言，我们分别构造了 ６ 个自变量：
“儿子均未成家立业”“部分儿子成家立业”“全部儿

子成家立业”“女儿均未成家立业” “部分女儿成家

立业”“全部女儿成家立业”。 在此基础上，采用多

分类 ｌｏｇｉｔ 估计广义倾向得分，并重新计算稳定逆概

率权重，以“儿子 ／女儿均未成家立业”作为参照组，
重新估计逆概率加权模型。 图 ３ 所示为回归分析的

可视化结果。
图 ３ 左侧（儿子）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后，儿子成

家立业的“覆盖程度”与父母生活满意度呈现清晰

的梯度关系：与参照组“儿子均未成家立业”相比，
“全部儿子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

用最大，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 ０． １１５ 分（ｐ ＜ ０． ００１）。
这表明，当家庭中所有儿子都完成“成家立业”这一

关键成年角色转变时，父母能够获得更强的生活安

全感与心理安慰，其主观评价得到显著改善。 与此

同时，“部分儿子成家立业”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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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效应为 ０． ０７７ 分（ｐ ＜ ０． ０５），但幅度小

于“全部儿子成家立业”。 这一结果表明，在多子女

家庭中，父母的主观福祉并非仅由某一名子女的成功

过渡所决定，而更取决于子女成家立业完成度的整体

水平；当仍有儿子未完成成年角色转变时，父母的担

忧与资源压力可能依然存在，从而削弱总体增益。

图 ３　 子女成家立业完成度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多子 ／女样本）

注：各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图中数值表示基于逆概率加权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横线代表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５％ 、１％ 和

０． １％的水平上显著。

　 　 图 ３ 右侧（女儿）呈现出与儿子相一致的模式：
与“女儿均未成家立业”的参照组相比，“全部女儿

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

著，生活满意度提高 ０． １１１ 分（ ｐ ＜ ０． ００１）；“部分

女儿成家立业”同样带来显著提升，效应为 ０． ０６４
分（ｐ ＜ ０． ０５）。 同样，这种从“部分完成”到“全部

完成”的递进关系表明，女儿成年角色的整体完成

度越高，父母生活满意度越高，呈现出一定的累积

性特征。
（三）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的中

介效应检验

接下来本文使用 ＫＨＢ 中介效应分解方法，分别

以父母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及亲子关系评价作为中介

变量，检验二者在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主观

福祉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表 ３ 显示，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能够显著增

强父母的养老预期与代际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其生

活满意度。 具体而言，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

对预期照料可获得性的信心显著提高，亲子关系评

价也明显改善，并由此促进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分别能够解释有

“成家立业型”儿子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总效应

的 １３． １％ 、２８． ２％ 。 这一发现表明，儿子在同时完

成婚姻与就业角色后，不仅增强了父母对未来养老

支持的信心，也改善了代际互动质量，从而显著提升

父母的主观福祉。

表 ３　 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ＫＨＢ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有“成家立业型”儿子

　 　 总效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２）

　 　 直接效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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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中介效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中介效应占比 １３． １％ ２８． ２％

有“未婚待业型”儿子

　 　 总效应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７）

　 　 直接效应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７）

　 　 中介效应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１）

　 　 中介效应占比 １２． ２％ ３２． ７％

有“事业导向型”儿子

　 　 总效应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３）

　 　 直接效应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３）

　 　 中介效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中介效应占比 １４． ０％ ２１． ２％

有“家庭导向型”儿子

　 　 总效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１）

　 　 直接效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３１）

　 　 中介效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成家立业型”女儿

　 　 总效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３）

　 　 直接效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３）

　 　 中介效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未婚待业型”女儿

　 　 总效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０）

　 　 直接效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０）

　 　 中介效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事业导向型”女儿

　 　 总效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１）

　 　 直接效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中介效应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８）

　 　 中介效应占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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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有“家庭导向型”女儿

　 　 总效应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直接效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中介效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中介效应占比 — —

　 　 注：各模型均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 ５％ 、１％和 ０．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示中介效应不显著。

　 　 与此对照的是，拥有“未婚待业型”儿子的父

母，其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呈显著负向。 其中，预期

照料可获得性解释了该总效应的 １２． ２％ ，而亲子关

系评价的中介比例高达 ３２． ７％ ，表明情感层面的代

际关系质量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类似

地，拥有“事业导向型”儿子同样会显著降低父母对

未来可获得照料的信心，并弱化亲子关系质量，两种

中介机制分别解释了总效应的 １４． ０％ 和 ２１． ２％ 。
这表明，即便儿子实现了就业，若未完成婚姻角色，
其向成年过渡的不完整性仍会通过削弱代际支持预

期与情感联结，对父母的主观福祉产生负向影响。
相比之下，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

在女儿成家立业状态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

效应均不显著（ｐ ＞ ０． ０５）。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

前文的性别异质性发现，即在当前中国家庭结构与

代际支持模式下，父母对女儿的养老期望与情感依

赖程度相对较低，其成家立业状态无法通过上述机

制转化为父母的主观福祉。
总体而言，表 ３ 的中介分析结果清晰表明，预期

照料可获得性与亲子关系评价是儿子成家立业状态

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作用机制。 上述发现不

仅深化了对子女向成年过渡如何影响父母主观福祉

的机制性理解，也为性别化代际期待与父权家庭结构

情境下的代际联动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因

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３ 和假设 ４ 均得到了数据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

行检验。
第一，重新定义核心自变量。 以上分析将子女

离异、丧偶状态统一归为未“成家”。 严格来说，离
异与丧偶虽表现为婚姻关系的终止，但与“未婚”
（从未进入婚姻）相比，在婚姻经历与社会意义上存

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离异或丧偶的子女可能已经

生育了下一代，完成了家庭延续的代际责任。 另一

方面，既有研究表明，子女离异对父母心理福祉的负

向影响往往比子女未婚更大［５８］。 基于此，我们将子

女婚姻状态重新划分为“未婚” “在婚（含初婚、再
婚）”，并排除离异、丧偶等特殊婚姻状态，以更精准

捕捉“成家”的婚姻实质。 经上述调整后，模型估计

结果与原有分析结论保持一致。
第二，使用抑郁症状评分替换生活满意度。 我

们使用包含 １０ 个条目的中国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ＣＥＳ⁃Ｄ）评分作为因变量测量父母的主观福祉。 该

量表的取值范围为 ０—３０，取值越高代表抑郁症状

水平越严重，即主观福祉水平越低。 在替换因变量

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和“生
命关联性”视角，将职业发展与家庭组建这两个相互

嵌套的人生领域联系起来，将两代人的人生关联起

来，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三期调查数据，研
究子女“成家” “立业”两项关键成年过渡事件对父

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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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作用机制，形成以下三个核心结论。
第一，子女能否既实现“成家”又实现“立业”对

父母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 相较于仅完成其中一

项成年角色或均未完成的子女，拥有“成家立业型”
子女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而拥有“未婚待业

型”或“事业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仍

会被显著削弱。 由此可见，唯有当“成家”“立业”的
人生转变均实现，子女才被普遍视为真正完成了向

成年的过渡，父母所承担的养育责任与寄予子女的

代际期待也才得以被认为阶段性“完成任务”。 本

研究还发现，在多子女家庭情境下，子女成家立业对

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累积性与梯度特

征。 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当家庭中“全部子女成家

立业”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幅度最大；“部分

子女成家立业”虽同样具有正向影响，但效应弱于

“全部子女完成成家立业”。 这一结果表明，父母的

主观福祉并非仅取决于某一名子女的成功过渡，而
是与家庭内部子女成年过渡的完成度密切相关。 上

述发现是以往仅关注子女社会经济成就或家庭行为

单一领域的研究未能充分反映的特征，也体现出青

年私领域与公领域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二，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儿子产生的效应明显强于女

儿。 本研究发现，儿子的成家立业状态不仅对父母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高于女儿，而且其“未完成

性”会显著损害父母福祉；相比之下，女儿是否完全

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仅在“成家立业型”女儿的情形下呈现出一定的正

向效应。 可见，虽然女儿在父母养老的参与和投入

中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５９］［６０］，但在当前中国

家庭制度与性别文化中，儿子仍然在父母认知层面

被普遍视为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责任

主体，其向成年过渡的成败更容易被父母内化为自

身晚年保障与人生圆满程度的重要依据。
第三，预期照料可获得性与亲子关系评价是儿

子成家立业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重要机制。 中介分

析表明，儿子成家立业既能通过增强父母对未来养

老预期的信心从而提高其生活安全感，也能通过改

善代际情感联结提升亲子关系评价，进而促进父母

的生活满意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亲子关系的解

释比例要高于预期照料可获得性，说明在新家庭主

义文化下，情感与规范层面的“关系回馈”在代际联

动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这一发现凸显了代际

关系质量在中老年主观福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

地位。
本研究不仅展现了生命历程视角下“生命关联

性”原理在中国的理论生命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其

经验证据。 “生命关联性”原理是美国社会学家格

伦·Ｈ． 埃尔德（Ｇｌｅｎ Ｈ． Ｅｌｄｅｒ）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

四大核心原理之一，体现了社会学在人的生命历程

研究方面的独特学科贡献：人的成长与发展不仅取

决于生理变化和心理发展，也深受周围他人的影

响，而社会关系将不同个体的人生状况相互联系起

来。 在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经验研究或进行实证检

验时，西方情境下的研究多聚焦于夫妻之间或兄弟

姐妹之间的“生命关联”，对代际“生命关联”的研

究则侧重于关注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价值观如

何影响子女［６１］。 这些学术关注点根植于西方的核

心家庭传统和个体化的社会特征。 相较之下，中国

社会为探讨代际人生状态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提供了

更为丰富的情境。 本文从成年子女在不同领域的人

生事件如何共同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角度出发，拓
展了“生命关联性”原理在代际联动机制方面的经

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主观福祉研究的相关讨论。
这表明“生命关联性”原理如何发挥作用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的主流家庭形态与家庭关系

模式。
本文还对理解当下中国的代际关系具有一定的

启发。 尽管中国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在近几十年中

经历了深刻转型，但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具有高度稳

定性，尤其表现为父母对子女“向下负责”的持续期

待，这是下行式家庭主义或新家庭主义的重要特

征［２２］。 既有研究多从代际资源流向的实践层面加以

论证，例如父母为子女购房、参与孙辈照料等具体行

为，揭示了这种新家庭主义的运行逻辑，也展现出这

种新家庭主义如一张“羽翼之网” （ ｆ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ｎｅｔ）为
青年人提供了温暖托举和回旋空间［４０］。 本文从主观

福祉的角度出发，展现了父母在未能完成这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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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心理福祉代价。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子女成家

立业状态通过亲子关系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中介路

径，其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子女的行为与父母对子

女的期望之间的代沟或者代际价值冲突。 在当前就

业形势趋紧与婚姻家庭行为加速转型的背景下，青
年在“立业”与“成家”两个领域均面临日益严峻的

结构性挑战［６２］。 既有研究已指出，不“立业”往往难

以“成家”，实现经济独立与稳定就业仍是步入婚姻

的重要前提［８］。 然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

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青年进入职场的时间

不断推迟，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的择业周期显著拉长，
甚至出现主动或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６３］。 而

在此背景下，许多父母仍然持守相对传统的婚姻与

就业“时间表”，普遍期待子代能够在“适龄”阶段成

家立业，这就导致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客观结构性约

束及其价值观取向与其父母一代的生命经历与规范

期待之间形成显著的代际张力与“孝道差异” （ ｆｉｌ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６４］。 不同于既有研究与社会舆论更多

关注子代在此过程中所承受的催婚［６５］ 等压力与困

境，本文呈现的是子女主动或被动延迟婚育与就业

的情境下父母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或困扰，这为理解

中国家庭代际张力和促进代际和谐补充了来自父母

视角的定量证据。
至于如何缓解这种家庭代际张力，一方面公众

应认识到，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结构性变迁与代际价

值观演变并不同步，这需要两代人通过增进对话与

理解以及发挥个体智慧来调适。 另一方面，公共政

策也应提供支持性的制度环境。 从帮助父母的角

度，可以通过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发展社区服务，
减轻老龄人群在获得照护和社会支持上的后顾之

忧，帮助他们在子女之外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社
会支持与情感满足；从支持青年的角度，则需要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严格落实标准工时制度，促进工作与

家庭的平衡，增强青年立业成家的能力和信心。
此外，国内代际关系的研究十分关注父母对女

儿教育的投入和女儿在父母养老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表明，女儿的个人发展也会影响父母中

老年阶段的主观福祉，具体体现为女儿实现成家立

业也能提升父母的主观福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家庭对女儿重视度的提升。 然而，从儿子未能完

成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存在更大的消极影响及

其中介机制来看，许多父母在认知层面上仍将儿子

视为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责任主体，这
种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仅会加重父母的心理

负担，也反过来会加剧青年男性在成家立业方面所

承受的压力。
受限于数据和测量的可及性，本文存在以下局

限。 首先，本文所考察的青年样本主要集中于“８０
后”和一部分“９０ 后”，尚未全面覆盖社会广泛关注

的“Ｚ 世代”群体。 对于更晚近的世代群体，他们中

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其父母大多成长于改革开放

之后，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现代化程度普遍更高。
在此背景下，这些父母在子女婚姻与职业选择上的

规范性期待是否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以及其对儿

子和女儿的态度是否趋于一致，仍有待未来研究进

一步检验。 其次，本文对“成家立业”的界定主要基

于婚姻与就业的基本状态，但在现实情境中，中国父

母对“成家立业”的理解应更为复杂，一方面可能包

含职业稳定性、居住安排乃至生育进展等多重维度；
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成家立业的期待可能还包括时

序规范，如应先成家还是先立业、多少岁之前完成成

家立业等，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采集

围绕中老年父母展开，对子女的信息采集相对较少，
也缺乏子女就业和婚姻事件的准确时间信息，这些

问题均有待在后续研究和其他来源数据中进一步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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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７，７９（３）．

８７

China's Mainland



［２９］宋月萍、刘志强、唐语新． 性别、照料与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Ｊ］． 妇女研究论

丛，２０２５，（２）．
［３０］Ｔａｎｇ，Ｗ．，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ｈ，Ｗ． 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 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３１］Ｓｃｈｍｕｔｔｅ，Ｐ． Ｓ．，ａｎｄ Ｒｙｆｆ，Ｃ． 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ｉｄｌｉｆ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ｎ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４，１（２）．
［３２］Ｓｗａｒｔｚ，Ｔ． Ｔ．，Ｋｉｍ，Ｍ．，Ｕｎｏ，Ｍ．，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１，７３（２）．
［３３］Ｔｏｒｓｓａｎｄｅｒ，Ｊ．．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３，

５０（２）．
［３４］Ｑｉｎ，Ｙ．．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 Ｂ：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２，７７（６）．
［３５］Ｃａｉ，Ｆ．，Ｇｉｌｅｓ，Ｊ．，Ｏ'Ｋｅｅｆｅ，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Ｏｌｄ Ａｇ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２．
［３６］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Ｍ．．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 Ｂ：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７８（９）．
［３７］Ｚｈａｏ，Ｍ．，ａｎｄ Ｔｏｎｇ，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ｙｃｈｅｃｋ：Ｆａｍｉ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Ｊｏｂ 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２５，８７（５）．
［３８］Ｓｕｎ，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４，１９（３）．
［３９］Ｊｉｎ，Ｘ．，Ｇｕｏ，Ｑ．，ａｎｄ Ｆｅｌｄｍａｎ，Ｍ． 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８０（２）．
［４０］Ｊｉａｎｇ，Ｊ．，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Ｃ．．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Ｈｏｍｅｓ ａｓ Ｆ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Ｎｅｔｓ：Ｈｏｍｅ⁃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Ｓｏｃｉｕｓ：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５，（１１）．
［４１］Ｙａｎｇ，Ｓ．，ａｎｄ Ｒｉｐｏｌｌ，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２０８）．
［４２］王宁．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制度—文化耦合性的分析视角［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５，（３）．
［４３］Ｔａｏ，Ｄ．，Ｈｅ，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Ｊ．，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７０）．
［４４］肖群忠． 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Ｊ］．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３）．
［４５］胡安宁．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３）．
［４６］Ｈｉｍａｗａｎ，Ｋ． Ｋ．，Ｂａｍｂｌｉｎｇ，Ｍ．，ａｎｄ Ｅｄｉｒｉｐｐｕｌｉ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ｖｅｒ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１８，３９（１４）．
［４７］周兴、刘鑫． 子女婚育年龄推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Ｊ］．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２２，（５）．
［４８］Ｈａｙ，Ｅ． Ｌ．，Ｆ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Ｋ． Ｌ．，ａｎｄ Ｌｅｆｋｏｗｉｔｚ，Ｅ． 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６７（２）．
［４９］ Ｍｉｌｋｉｅ，Ｍ． Ａ．，Ｂｉｅｒｍａｎ，Ａ．，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ｅｍａｎ，Ｓ．． Ｈｏｗ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７１（１）．
［５０］Ｃｉｃｈｙ，Ｋ． Ｅ．，Ｌｅｆｋｏｗｉｔｚ，Ｅ． Ｓ．，Ｄａｖｉｓ，Ｅ． Ｍ．，ｅｔ ａｌ．． “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ａ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 Ｂ：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６８
（６）．

［５１］Ｆｒａｓｅ，Ｒ． Ｔ．，Ｂａｕｌｄｒｙ，Ｓ．，Ｓｕｉｔｏｒ，Ｊ． Ｊ．，ｅｔ ａｌ．．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Ｄｏ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 Ｂ：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３，

９７



７８（３）．
［５２］Ｌｅｅ，Ｙ．．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８，（２０９）．
［５３］Ｉｋｅｌｓ，Ｃ．．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Ｄａｖｉｓ，Ｄ．，ａｎｄ Ｈａｒｒｅｌｌ，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Ｅｒａ［Ｇ］．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５４］Ｕｍｂｅｒｓｏ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１９９２，５４（３）．
［５５］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Ｅ． Ａ．，ａｎｄ Ｍａｒｋｓ，Ｎ． Ｆ．． Ｌｉｎｋｅｄ Ｌｉｖｅｓ：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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